
 

 

 

 

 

 

 

走出工具化：中国非洲语言研究的失衡与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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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洲语言研究在中国长期处于非洲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的交叉地带。本文在梳理国

内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将现有研究概括为语言政策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结构语

言学与类型学、非洲文学中的语言研究四条路径，指出其总体格局呈现出现实议题较强、

本体研究偏弱、内部发展不均的特征。一方面，语言多被作为理解非洲政治和中非交流

的工具，尚未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推进的背景下，研究重心仍

未有效转向资源与技术适配的关键环节，此两重失衡，让现有研究难以回应数智时代对

非洲语言知识生产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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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It argues that the field as a whole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focus on practical issue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language as an object of study in its own right, and uneven internal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language has often been treated primarily as a tool for 
understanding African politics and China–Africa exchanges, rather than as an autonomous 
academic object. On the other han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dvances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priorities have yet to shift effectively toward the key issues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These two structural imbalances have made it 
difficult for existing scholarship to respond to the new demands that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place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bout Africa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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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洲语言数量庞大、类型复杂，是世界语言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国际范围的非洲语言

研究
①
发端于 19世纪的殖民扩张，早期多服务于治理、传教及一系列知识生产活动。直到 20世纪，

欧洲学界才逐步将其规范为相对独立的现代学术领域。二战后，美国语言学界的加入为非洲语言研

究注入了结构主义、类型学、音系学等现代语言学方法，使其逐渐形成两条彼此交织的发展路径：

一条重在考察语言与文化、政治、身份等社会问题的关系，另一条更强调从普通语言学的视角，研

究非洲语言内部的理论价值。因此，始终处在区域研究与一般语言学的交叉地带，是非洲语言研究

自诞生以来的知识底色。 

相比之下，我国对非洲的系统研究起步并不晚。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三家店”——中

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力量，

持续推动了国内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一系列非洲问题的学术积累，各大相关智库、学术

刊物相继设立，非洲研究体系日渐成形。但相较整体的繁荣来说，我国学界对非洲语言的关注却始

终不足。1964 年，《世界知识》发表了第一篇介绍非洲语言的文章《斯瓦希里语》，以不到三分之

一页的篇幅介绍了这个非洲最大的本土语种，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次年，《语言学资料》连续

发表了《非洲语言学》和《赤道非洲的语言概况》两篇文章，向国内引介了（前）苏联最新的非洲

 
①本文指称的“非洲语言研究”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语言描写，而是围绕非洲语言展开的，包括政策、教学传播、结构

研究、文学语言实践以及数字资源建设在内的研究域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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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著作，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也没能激发连续的问题意识。自此，非洲语言就以不稳定的、

科普性的形式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期刊杂志中，作为非洲问题在语言层面的延伸。直到 21世纪中非交

往深化、特别是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体系的扩展，国内对非洲语言的关注才日渐充盈，开始由边缘走

向相对系统。 

不过，系统化并不意味着内部结构已经成熟。非洲语言研究在迫切现实需求的牵引下，呈现出

明显的分化和不均。政策、传播、教学等方向的体量增长迅速，而涉及语言的形式、向内描写的微

观研究则始终十分薄弱，若干方向之间还存在着交叉与错位。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语料驱

动研究的快速发展，使语言资源问题进一步凸显，本就还未成熟的非洲语言研究体系，又持续面临

着方法的更新与资源萎缩的压力。基于此，本文试探析当下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而鉴于国

内相关研究总量有限、发展脉络尚不充分成熟，本文不拟作单纯按时间推进的编年式综述，而是在

梳理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其主要研究路径、格局及突出问题，并据此讨论数智化背景下该领域

可能的转向。 

 

一、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其演变 

国内非洲语言研究虽然成果总量有限，但已大致形成若干相对稳定的研究路径。截至目前，国

内与非洲语言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章共 142 篇，这其中包含了 30 篇硕、博士学位论文
①
。仅从题材上

看，这些成果大体涉及政治、教育、文学等若干方面，但从知识结构上，尤其是审视语言被置为研

究对象所来源的问题意识，便可得到四条相对清晰的路径：一是语言政策及与其相关的社会语言学

研究；二是应用语言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三是基于“本体”的结构语言学与类型学研究；四是着

眼非洲文学中的语言研究。 

不过，这四条主线不是同时、均衡地展开，而是在不同现实需求的牵引下逐步分流，并呈现出

明显的先后关系与强弱差异。政策研究最早成形，也长期占据着主流位置；应用语言学与传播研究

更多随着中非交往的深化而增长，有很强的现实导向色彩；结构语言学、类型学研究最接近语言学

意义上的“语言本身”，但起步较晚、体量偏小，近年才出现一定的增长势头；文学语言研究则主

要依附于非洲文学研究的发展，更多作为一种相邻学科的延伸。此外，政策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在

目的上多有交织，传播研究与教学、翻译实践在内容上勾连，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又不可避免地与传

播问题发生重叠。正是在这种先后有别、又彼此交叉的展开过程中，国内非洲语言研究逐渐形成了

今天的总体格局。 

 

（一）语言政策及相关社会语言学研究 

在现有成果中，对语言政策的研究无疑是国内非洲语言研究中体量最大、形成最早、延续也最

稳定的一条主线，主要从历时维度考察非洲语言政策的制定、嬗变，以及现有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

治等问题。这部分成果脱胎于国内长期以来的非洲政治研究、历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传统，因而

 
①本文所统计的论文数据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经由关键词“非洲语言”及各种非洲语名称进行交叉检索，

并由作者二次筛选后整理。若观照范围涵盖所有“与非洲语言‘相关’”的研究，则必然数量庞大、失去问题聚焦，

故本文的综述对象表述为“与非洲语言研究直接相关”。另外，后标注“（英文）”的文章均发表在中文期刊《非洲语

言文化研究》上，因此也归为国内研究，后不再赘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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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径上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式色彩。多数研究都沿着“殖民前-殖民时-独立后-当代”的历史线索

展开，通过国别个案来考察政策文本的形成及其实施后果。在理论层面则大多借用了语言政策与语

言规划研究中的基本范畴，剖解非洲国家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数量上，这一方向共产出 61

篇文章，学位论文就占了 9 篇。就总体取向而言，现有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描写性的和批判性的。

前者构成主体，后者虽数量较少，却在近年显示出一定增长趋势。 

描写性研究是整个方向的底座。国内的非洲研究长期以资料引介为任务，因此积累性的成果本

身更适合承担一种“建档”的功能。加之非洲语言政策是贯通殖民史、民族问题、教育制度问题的

核心，故研究者往往先需要把基本事实梳理出来，批判性的分析才有开展的平面。内容上，这部分

研究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一，非洲各国政府如何及为何设定各语言的官方、边缘属性；二，各国

政府如何推进各语种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协调；三，各国政府如何通过鼓励文艺创作促进主要语种的

丰富与发展。如黄月华《西非国家语言状况举要》、费敏《津巴布韦语言政策的演变及启示》、李

金剑《尼雷尔与坦桑尼亚斯瓦希里语的语言规划》、赵启琛《塞内加尔独立后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演

变：政府与个体双重视角》等。费敏（2018, p. 126）强调了英语在独立后津巴布韦地区的生态粘

性，指出为什么“虽然人们一直尽可能地减少在教学和考试中使用英语，但英语仍然在课堂中占有

一席之地”；赵守辉和巴尔道夫（Richard Baldauf）（2012）讨论了语言政策中个体的能动性，并

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不同主体分为四类：有专业知识的人（People with expertise）、有权力的人

（People with power）、有影响力的人（People with influence）和有兴趣的人（People with 

interest），探究了不同主体对语言习得规划走向的影响。这一划分为理解非洲语言政策中的多方互

动提供了分析工具。习得规划是“四大规划”（即“地位规划”“习得规划”“本体规划”“声望

规划”）的一部分，这四种规划的区分也是描写性政策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点。 

随着相关研究积累增多，社会语言学、语言政治学等视角的引入，“为什么”、“怎么样”开

始比“是什么”更显得需要讨论。批判性研究并不脱离前者另起炉灶，而是在其积累的基础上，对

政策的解释框架作进一步反思。对这部分来说，思考的落点主要集中在：一，本土语的复兴政策何

以未能充分实现其预期目标；二，被落实的语言规划未能关注到哪些因素，以及现有政策在多大程

度上促进了本土语言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衍生出新的问题；三，政治在作为策略制定的主体时是

否造成、以及造成了何种消极影响。这部分包括李文刚《试析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中的语言问

题》、徐丽华等《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不足及启示》、费拉里《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政策：政治选择

还是社会语言学策略？（英文）》等。李文刚（2008, pp. 58-63）指出尼日利亚政府在确定宗主国

语言地位的同时，为了取悦大族体将其使用的语言定为国语，而“这种折中方案不仅忽略了众多的

少数民族语言，还使尼日利亚语言问题更加复杂化”。费拉里（Férial Filali）批判了阿尔及利亚政

府将语言问题完全服务于政治，致使了当今阿尔及利亚社会畸形的语言景观。 

结合立项情况来看，自 2017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语委等层面的相关项目相继出现，表

明这一方向率先完成了从零散关注到相对稳定的、建制化的转变。就目前的布局而言，政策与社会

语言学方向的基金项目是所有板块中最丰富的，共有五项，分别是：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洲语

言政策与规划发展变革研究”（2017 年，徐丽华）、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语

言问题及语言政策研究”（2018 年，饶敏）、后期资助项目“非洲三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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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李丹）、国家语委重点项目“非洲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研究”（2020 年，李洪峰）以及国

家语委重点项目“非洲主要国家语言使用与语言管理研究”（2020 年，王辉）。其中，李洪峰团队

于 2023年出版结项著作《非洲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研究》，王辉主编的《“一带一路”国家语

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第 4卷·非洲）也于 2023年问世，聚焦非洲 21国语言的状况、管理、教育，

李丹的结项著作《语言冲突视角下非洲三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则代表了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化。

同时，徐丽华团队还于 2021年译介了日本学者梶茂树的《非洲的语言与社会：多语言共生》，为学

界在宏观上理解非洲语言生态提供了参考，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在 2023年译介出版了《非洲语言规划

与政策（第 2 卷）：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突尼斯》。总体来看，原创研究成果与译

介资源的同步积累，都从不同层面推动国内这一方向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基础。 

不过，这一最早成熟、最贴近现实议题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具有最典型的、能够折射非洲语言

研究生态的局限性。将语言问题高度抽象为治理问题、政策问题、国家建构的问题，则必然会回避

深入语言本身，淡化具体的社群经验。此外，多数研究对语言政策的聚焦惯性地集中在历史维度，

而对新时代的技术媒介和微观语言生活，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关注仍显不足。在《阿尔及利亚的语言

政策：政治选择还是社会语言学策略？》中，作者指出：“从政治-历史和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考虑，

总是比从社会-语言或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更容易。”（费拉里, 2023, p. 91）此观点虽略显偏激，

却也折射出国内学界对非洲语言政策的研究缺乏对深层经济问题的了解，致使隔靴搔痒的普遍状态。

这一判断确有根据：在这方面，国内仅有刘国辉和张卫国为《语言政策与经济学: 非洲的语言问题》

（Language Policy and Economics——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Africa，2016）撰写了一份书评
①
。 

政策研究固然最能与中国非洲研究的既有传统接轨，却也因此最容易使非洲语言首先被看作理

解非洲政治社会现实的一种窗口，而不是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政策研究

既构成了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相当坚实的起点，却也为其遗留了后续发展的一种惯性：当语言首先作

为制度对象被把握时，其与教学、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相关的研究便会自然地生长出来，而面向语言

本体的研究，则更容易被推迟、忽视，这也形成了对非洲应用语言学研究得以较早增长的现实与学

术背景。 

 

（二）应用语言学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与语言政策研究相比，对非洲应用语言学层面的研究形成稍晚，体量也相对较小，但其变化轨

迹更能体现国内非洲语言研究与现实问题之间的互动。计至目前，这一方向共有 35篇文章，其中学

位论文 13篇，构成国内该领域的第二条主线。从问题意识看，这类成果主要将非洲语言置入语言教

学、跨文化交流、翻译及国际传播的场域中加以理解。也正因如此，该方向虽与语言相关，却更多

脱胎于国际关系、国际中文教育等外部学科，总体色彩更偏实践导向，本质上属于中非交流现实需

求推动下形成的应用型研究群。 

形成背景决定了这一方向的核心关注点。虽然内部的角度、形式多样，但从路径上大体可归纳

为三条。第一，从源语国或接受国出发，考察非洲语言在域外的推广、影响和教学实践，如卡林

 
①参见刘国辉、张卫国：《语言政策与经济学：非洲的语言问题评介》，《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 4期，第 9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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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基础教育中推广民族语言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廖荣成《国别与区域研究视角下日本

大学非洲非通用语教研开展情况探析——以斯瓦希里语为例》。第二，从中国视角出发，考察汉语

在非洲国家语言教学中的生态与现状，如李明诚《汉语在尼日利亚外语教育中的现状及前景》、王

永康《刚果（布）中文教育新发展的契机与挑战》、杨薇《非洲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效果研

究》。第三，同样立足中国视角，讨论中国文艺、政治作品在非洲语言场域的译介、影响，以及翻

译过程中双语的交互问题，如何明星等《毛泽东著作非洲民族语言的翻译、出版与传播》《由<中国

画报>到<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国文化在东非成功传播的启示》、李坤若楠《中国影视剧斯瓦希里

语外译及其在非洲的传播研究》。总体来说，虽在对象、材料上有所不同，这一方向的出发点大体

可归结为两种：一是现实层面的“促进国际交流与文明互鉴”，二是学术层面的“借教学与传播实

践返归考察语言本身”。前者构成主体，也是这一方向得以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后者虽相对较少，

但更能显示该方向与语言学研究之间的潜在连接。换言之是，先以现实交流为入口，再在局部研究

中逐步触及语言结构等更具本体性的问题。 

例如，部分涉及到汉语的非洲语言教学研究采用了比较的视野，在实践中将汉语与非洲语言进

行横向分析，力求更好地为教学服务。例如马西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斯瓦西里语与汉语形容词语

法特点对比分析》、马丁等《利用已掌握的非洲语言音韵学知识来增强汉语音韵学的习得》、布泰

莱兹（Mthuli Buthelezi）《基于教学目的对祖鲁语和汉语元音的描述（英文）》，这类文章不同于

简单的事实调研而逐渐向内聚焦，关注到、并在客观上推动了对非洲语言本身的研究，具有更显著

的语言学学术价值。布泰莱兹的研究还基于汉、祖双语的结构特征，用 Python 编写了一个自动生成

祖鲁语（Zulu）元音合并的代码
①
，并建立了一个祖鲁、汉语元音发音的交互式计算机程序以辅助教

学，这也是我国现有为数不多将非洲语言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文章。 

在立项情况上，整体的建制化程度弱于政策研究。目前直接相关的基金项目仅有两项：国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2022 年，王辉）和国社科基金一

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洲话语体系的构建、翻译”（2024 年，高彬）。严格来说，这两

项项目的起点并不完全在非洲语言本身，而更多着眼于汉语传播，以及中国对非的话语建构问题。

但它们立足中非语言互动的关注点也从侧面说明，近年来国内这一方向的增长与“讲好中国故

事”“推进中非文明互鉴”“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等现实议题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此方向之所

以成为一条强主线，并不在于它理论上是否成熟，而是因为它在现实层面具有更强的可见性和资源

支撑。 

 

（三）结构语言学与类型学研究 

与前两类根植于政治问题、现实问题的成果不同，这一方向才真正将非洲语言作为普通语言学

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开始关注其词汇、语法、音系等内部规则及一般语言学价值。它在逻

辑上最接近语言“本体”研究，却未在数量上取得与其理论重要性相称的发展。事实上，国内 20世

 
①详见姆图立·布泰莱兹：《基于教学目的对祖鲁语和汉语元音的描述（英文）》，《非洲语言文化研究》，2024年第 1
期，第 18-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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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叶对非洲语言的启蒙正是以引介美国和前苏联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为开端的
①
，但后续未能形成问

题传统，直到近两年来才作为国内语言学界主动将视线转向非洲的结果。这一方向共有 29篇文章，

其中学位论文仅 5 篇，体量薄弱，且相当一部分研究仍以教学实践或汉非语对比为起点，真正意义

上面向非洲语言内部结构的成果仍然有限。 

这部分研究以宏观和微观两条路径展开。但易见的是，前者在生态上比后者要充足、有序。宏

观层面的探究强调非洲语言的普遍性，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其不同于印欧“中心语言”的语言学特征，

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非洲语言在声调、音系、形态范式等方面具有哪些不同于“中心语言”

的特征；二，这些特征在一般理论建构中具有何种意义；三，将非洲语言纳入普通语言学之后，能

够对既有理论形成何种补充、修正。典型成果如李倩《非洲语言的声调研究》、周晨磊《非洲语言

及其类型特征》和钱有用《非洲语言音系研究的理论贡献》等，这三文分别从声调、形态类型和音

系出发，对非洲语言的理论意义进行归纳与讨论。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文都出自《贵州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开设的新专栏“中非语言类型研究”，该杂志近年来也与北京外国

语大学的《非洲语言文化研究》一起，担当了国内对非洲语言系统研究的主要学术平台。相关项目

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如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非洲语言类型学研究”（2018 年，吴桐）、

中国非洲研究院中非合作研究项目“中非语言类型研究”（2020 年），以及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类型学视域下汉语和非洲语言声调的实证对比及跨学科应用研究”（2025 年，章婷）。其中，吴

桐于 2023年出版的《非洲语言类型学研究》从类型学视角对非洲不同语言的词、句、音进行了系统

梳理，已是目前国内从普通语言学视角考察非洲语言最全面的成果之一。 

相对而言，微观的、对单个语言作具体分析的研究就少得多，主要集中在斯瓦西里语（Swahili）

和豪萨语（Hausa）等少数较具传播或教学基础的显学语种。如骆元媛《斯瓦希里语隐喻性谚语的体

认与翻译》《斯瓦希里语中的阿拉伯语借词研究》《斯瓦希里语复合词的认知分析》、伊利伯姆旺

吉（Iribemwangi）《盛语中的流变机制与词汇变体：群体内和群体外心理的影响（英文）》等，在

内容上包括对语法形式、词性结构以及音系特征的观照。还有部分研究只是在进行普遍语言学分析

时简短涉及到了非洲的个别语种，如林旭娜等《大称标记的分布及其语音象似性》、吴安其《人称

代词及基本词的词源关系》。整体上的研究停留在点状分析，缺乏持续性的语料支持，因而未能形

成真正意义上的语种研究传统。 

还需指出的是，这类微观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将非洲语与汉语进行对比，用以服务传播或译介

实践，在本质上构成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向形式研究延伸的一条过渡带。如王晶晶《斯瓦西里语与汉

语语音对比研究》，李沐晨《汉语与豪萨语颜色词隐喻的对比研究——以白、黑、红为例》、周丽

《汉语与斯瓦希里语量词对比浅析》等等。这些成果仍停留在“证明非洲语言值得研究”的层面，

无论在广度、纵深还是研究的组织程度上，都与成熟的体系化、前沿化研究有一定距离。这种薄弱

反映在数量上，体现的则是深层的研究基础问题，说明对非洲语言理论价值的认识虽已出现，但尚

未转化为持续性的研究投入。 

 

 
①例如心水：《非洲语言学》，《语言学资料》，1965年第 4期; 劳宁：《美国学者对非洲语言系属分类的看法》，《语言学

资料》，1966年第 2期; 方也：《苏联语言研究所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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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洲文学中的语言研究 

第四条路径关注非洲文学中的语言问题，主要涉及非洲作家在文学实践中对语言的运用及背后

的文化理念。与前三类研究相比，这一方向衍生于近年持续升温的非洲文学研究，这意味着其中的

“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诗学实践的方式被讨论。这一方向共有 17篇文章，其中学位论文 3篇，相

对来说体量最小。 

方向整体的问题意识较为集中，且大多围绕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与阿契贝（Chinua 

Achebe）关于“本土语还是英语写作”的经典论争展开。代表如孙竹《从阿契贝看非洲文学的语言

策略》、翟乃海《重访非洲文学语言之争——一个社会历史的视角》、姚峰《阿契贝与非洲文学中

的语言论争》、袁俊卿《恩古吉·提安哥：流散者的非洲坚守和语言尴尬》等，大多关心两个层面

的问题：一，非洲文学中语言选择的生态是怎样形成的，它与各种因素有何关系；二，作为文学表

达的一部分，语言如何参与到非洲经验的书写中。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研究直接进入具体作品，对

语言现象作相对集中的分析，如张荣建《非洲文学作品：语言学分析》、侯飞等《从<再也不得安宁>

的语言探析非洲社会原貌》等。此外，近年相关译介资源的进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该板块的问

题视野，如孙晓萌于 2023年译介的《非洲语境中的语言、文学与写作》，即为国内学界理解非洲文

学中的语言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 

从方法上看，该方向主要沿着文学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相关视阈展开，分析对象虽是语言，但

本质上属于文学研究的延伸，只不过将语言问题凸显出来作为理解非洲文学文化经验的入口。局限

也较为明显：研究对象相对集中，对少数经典作家和典型论争依赖较强，未能形成更广泛的、扩展

开的问题意识。且核心服务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对语言本身描写的推进有限，属于非洲语言研究

谱系中的一条边缘线。这再次说明，非洲语言总是依附于其他学科议题而被讨论，难以形成独立的

问题域。 

整体来看，国内非洲语言研究虽然已经形成了四个清晰的板块，但却并不是均衡展开的。政策

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形成最早、体量最大，也最具建制化基础；应用语言学研究随着中非交流的深化

而较快增长，现实导向尤为鲜明；结构语言学和类型学研究最接近语言学本体，却长期薄弱，近年

才开始出现自觉的拓展；文学语言研究更多依附于非洲文学研究传统，规模最小。 

放在学术史的视野下，这样的格局是由这些不同需求或“进入方式”所形成，同时也塑造了与

西方非洲语言研究相似又迥异的生态走向。在中国，非洲语言总是在现实框架中被纳入学术视野，

因此它首先被理解为进入非洲场域的媒介对象，而并不是一个能够持续生产理论问题的、独立的学

术对象。当然，欧洲早期的非洲语言研究同样带有强烈（甚至更强）的工具性，是“直接源于欧洲

的殖民扩张需求”，（胡方, 2023, p. 118）与科学种族主义纠缠在一起。但中国的工具性依循的

是一种后发式的区域研究形态（可概括为“外交-传播-教学-国别认知”），而早期欧洲的工具性则

是服务于殖民扩张的知识生产。例如英国有深厚的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研究传统，因此其非洲语言

研究的底色明显地贯穿了“治理-社会-制度”这条线，而“在文化上比英国更傲慢”的法国（梶茂

树，2021），对非洲语言的关注和法语共同体的联系更密，体现出强制度和强语言秩序的特点。当

然，“西方”的内部也并不同质，这是中西二者在当下拉开差距的由头。以迈因霍夫（Carl Meinhof）

为代表的德国早期实践，学科化地推动了非洲语言研究逐步脱离种族论述，转向更规范的语言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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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20 世纪中叶之后，迅速成为重镇的美国进一步将非洲语言研究纳入现代语言学理论之中，形

成了更成熟的资源生态，让其研究能够与语言学理论发展接近同步。从这个层面看，中国非洲语言

研究至今仍更多停留在现实议题牵引下的组织阶段，尚难形成足以支撑本体研究展开的稳定格局。 

这种差异，又受到国内学术平台限制的进一步固化。就现有情况而言，与非洲研究相关的学术

期刊虽不在少数，但真正容纳非洲语言议题的专门平台十分有限。国内与非洲研究相关的学术期刊

主要有八本，分别是：1980年创刊的《西亚非洲》、1998年创刊的《非洲学研究》、2010年创刊的

《非洲研究》、2015年创刊的《亚非研究》、2020年创刊的《中国非洲研究评论》《中国非洲学刊》

《非洲语言文化研究》，以及 2025年创刊的《亚非文论》，此外还有在互联网上以公众号形式定期

更新的《北大非洲电讯》。这其中，仅有一本刊物是与非洲语言议题高度相关的，即北京外国语大

学创办的《非洲语言文化研究》。如今，《非洲学研究》和《中国非洲研究评论》近年在公开平台

上的活跃度明显有限，其它如《中国非洲学刊》、《西亚非洲》也基本偏好政治、历史或经济，仅

有几篇文章涉及了非洲语言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研究》开设了语言研究专栏，但大多集

中在亚洲语言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偶有涉及语言方向的文章，但仅有 3 篇。因而，

目前国内对非洲语言研究的主要阵地，只有《非洲语言文化研究》及上文提到的《贵州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非洲语言专栏。平台供给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议题在学术资源上

的积累，也桎梏了方法的推进、研究共同体的形成，让国内非洲语言研究长期呈现“现实议题较强、

本体研究偏弱”的总体面貌。 

 

二、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两重失衡与范式重估 

在各类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内非洲语言议题所形成的路径未能共同导向一个均衡、自足

的研究体系，而是逐渐固化出一种向外的、工具性的结构。可以看到，当前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突

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对象地位与研究范式两重层面上的失衡。 

 

（一）对象地位不足与本体研究薄弱 

从问题意识来看，当下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症结已不在于“是否”关注到了语言，而关涉主要

是以“何种方式”关注语言。增长最快、建制化程度最高的，始终是与政策、传播、教学和中非交

流直接相关的方向，而真正以非洲语言内部为对象的研究虽起步较早但数量很少，难以形成延续的

问题传统。如张宏明（2020, p. 133）所指出，“注重现实问题研究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

也是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传统。”在这一传统的惯性下，语言是一个入口，而不是独立的、具备

“正当性”的研究对象，因而被推迟到研究链条的后端。 

问题在于，非洲语言并不只是区域研究中的配套知识。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国内已有研究反复

论及，非洲语言在声调、音系、形态范式等方面具有的鲜明特征，为非线性音系学、类型学等一般

语言学命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以声调为例，非洲多语系中大量语言都包含复杂的、独特的声调现

象，这使其不仅能够补充既有理论，还可以帮助推动理论本身的修正，在“音位、区别特征、音系

规则、音节结构、声调、重音、元音和谐、语调等方面对音系理论做出很大贡献。”（钱有用, 

2024, p. 194）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内的学者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非洲语言的理论价值，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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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意识尚未真正转化为稳定的投入。 

当代普通语言学的许多分析框架，长期更多建立在印欧语言的经验之上，因此在处理非洲语言、

尤其是声调语言时，容易形成一定的解释惯性。例如针对非洲语言声调现象的探讨，欧洲学者往往

局限于从欧洲非声调语言中的现象出发，如用重音（Stress）来类比声调，而不是从其他声调语言中

的现象出发。李倩（2024, p. 166）指出，庞大的基数与音系差异让西方学者对非洲语的声调研究

并不充分，且路径上“大多数以印象式描写为主”。也正因如此，以汉语等声调语言为背景的中国

学者，则可能在比较视角，特别是感知经验的层面占据优势，故周晨磊（2023, p. 145）才会认为，

欧洲的语言学家往往会惊叹非洲语言的独特表现，而“如果是以汉语为背景的语言学家去研究非洲

语言，绝不会感到如此吃惊。”当然，这种优势只能构成新的观察起点，而不能替代对非洲语言本

身的深入。这也警示我们需预防矫枉过正的偏误，无论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完全照搬汉语声调的经验

和结论，都不可能完全合理地观察非洲语言中的声调现象，因此实证研究显得尤为关键。（李倩, 

2024, p. 171）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获批的国社科基金项目“类型学视域下汉语和非洲语言声调

的实证对比及跨学科应用研究”，表明国内学者已开始尝试将汉语声调经验与非洲语言研究结合起

来，并朝着类型学和实证的方向探进。 

进一步说，走出语言工具化、弥补对象地位的不足，本质上意味着避免以现实需求单向度地穷

尽语言问题。而对这一点从理解到践行的跨越，还须意识到非洲语言除了具备结构层面、理论层面

的本体价值之外，其深层也关联着文学、文化、思想及政治经验等一系列意义生成过程。故国内领

域未来在补足语言本体研究的同时，还应有意识地向其认识论层面作进一步延展，来确保对非洲语

言的了解能够更充分地作为理解非洲经验、进入其担当知识生产方式场域的前提，而不只是被用来

把握非洲社会现实的介质。这种延展区别于重复既有的政策研究、传播研究或是文学语言现象研究

的路径，而是以一种自觉的意识，要求研究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不再将语言和落点进行“隔离”，

而进一步关注语言本身在参与这些经验的组织、知识的表达中的枢纽作用。 

语言问题炙手可热的态势，还来自语言研究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语言学内部的理论对

象，正逐步发展为语言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资源前提。2025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举办的第二届“面向所有人的语言技术”国际会议（Language Technologies for All, LT4All）上，

语言技术与多语主义、语言可及性、语言多样性维护等问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①
，语言开始直接进入

数字资源建设的关注层面。非洲语言快速介入机器翻译、多语种 AI 等技术的基础设施层，支撑这一

过程的，正是语料的积累、以及对语言本身的研究。从这方面看，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重心与当代

语言学发展之间出现了错位，这种错位不仅表明既有积累尚未转化为面向非洲语言的持续研究能力，

还意味着现存范式难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对该领域提出的前瞻性要求。 

 
①“第二届‘面向所有人的语言技术’国际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25年 2月 24 日至 26 日在巴黎总部举办的

国际会议，主题为“通过语言技术推进人文主义”。会议介绍明确说明这一会议延续了 2019 年首届会议关于多语主

义、语言保存与数字技术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框架。详见 UNESCO. “Language Technologies for All – LT4All 2025.” 
UNESCO, February 24–26, 2025. Accessed March 13, 2026.《数字时代多语主义全球路线图》（Global Roadmap for 
Multilingu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Advancing the Role of Language Technologies）是该组织 2025年形成并发布的战略性

文件。该文件提出要通过语言技术促进语言多样性和多语主义，确保各种语言在数字平台上得到公平支持，使所有

语言共同体都能够在数字时代获得参与并受益，可见 UNESCO. “Call for Contributions: Global Roadmap for 
Multilingu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UNESCO, June 11, 2025. Accessed March 13,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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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源问题与范式错位 

因此，第二个大问题，就触及到当代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这是非洲语言研究“对象化”不

足在方法层面的集中体现。长期围绕现实议题展开的后果，就是让非洲语言问题在知识结构上难以

进入语言学方法的新地带。21 世纪后的语言学早已与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脑科学、语料库语言

学发生深度交叉，数据驱动、实验、计算建模等跨学科协同，业已成为当代语言研究的重要趋势。

在这方面，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滞后具有明显表现。除个别以教学为目的而“附带”采用数字手段

的尝试外，非洲语言很少成为前沿语言技术的直接对象。方法的不自觉，从根本上阻滞着该领域相

应的资源积累。 

当然，这一局面的形成也有其客观原因。非洲语言数量庞大、谱系复杂，许多语言至今仍缺乏

系统的整理，更遑论长期、连续的田野调查。对研究者而言，从习得到搜集，再到语料的清洗、整

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高门槛和长周期，远非单个研究者、某一项课题能够轻易完成。而国内非洲

研究本身又长期面临人才不足、平台不足的普遍困境。就语言教学而言，目前国内能够较系统开展

非洲语言教学与本科专业建设的高校仍然较少。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现获批开设 20个非洲语种

本科专业，是国内教授非洲语种最多的院系；天津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分别设有斯瓦希里

语本科专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也于 2024年新获批斯瓦希里语本科专业。此外，包括北京大学等个

别高校虽已开设豪萨语等课程，但总体而言，非洲语言教学仍主要集中在少数院校，尚不足以支撑

更大规模的学科发展，更遑论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小语种专业的学科建设还面临着

猛烈的发展压力。加之，与英语、法语等高资源语言相比，非洲语言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本就处

于边缘位置，而在国内的学术资源配置中就更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和人才储备。语言资源的不对等

逐渐转化为研究资源的不均衡：缺乏基础资源，研究难以深入；研究难以深入，资源建设更难启动。

二者彼此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循环性的低资源困境。 

另一边，近两年国际上围绕非洲语言与人工智能的研究推进已十分迅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衬出国内学术布局的迟滞。2025年，计算语言学领域阿拉比（Jesujoba O. Alabi）团队统计了过去

五年 884 篇关于非洲语言的自然语言处理论文，勾绘了该领域近年来明显增长的大趋势，并指出其

动力主要来自多语的资源建设和社区主导的研究组织。（Alabi et al., 2025）这意味着，世界范围

内的非洲语言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技术“垦荒”的状态，而是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协同生产式的新研

究生态，这篇文章也标志着 African NLP 在国际上已成为一个被体系化推进的领域。因此，今日论

及国内非洲语言研究之“滞后”，已不能再单纯地重复“缺人、缺资料、缺平台”，而必须进一步

指出其存在的方法的问题、评测体系的问题，以及最关键的，如何推进与人工智能时代相匹配的问

题意识。 

范式的错位，表现为研究目标的变化没能及时进入国内的论述。过去谈非洲语言研究，往往只

强调其在区域国别问题和文明互鉴层面的意义。事实上，当下的非洲语言是否能够进入数字体系特

别是 AI 系统，已经直接关系到这些语言能否被看见、运用，关系到使用者能否以母语进入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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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
①
，这一点在国内吴瑶的《从数字鸿沟到技术复兴：AI 与非洲语言多样性》中已被有所论及。

2025年，杰西卡·奥乔（Jessica Ojo）团队开发的测试平台AfroBench将非洲语言大模型评测推进到

64 种语言、15 项任务和 22 个数据集，指出当前的大模型在英语与非洲语言之间存在显著的性能差

距。（Ojo et al., 2025）同年的另一套评测体系 Sahara Benchmark也表明，数据分布的不均会直接

反映在模型表现上，许多本土语因可用数据的稀缺而在持续被边缘化（Adebara et al., 2025）, 非

洲语言大模型的评测体系开始初步成形。 

人工智能时代的非洲语言研究，已经开始从关注资源的“有无”，进一步转向资源“如何建设、

由谁建设、按什么标准建设”的问题。2025至 2026，是非洲语音资源建设大幅加速的两年。自 2019

年起，以“由非洲人为非洲语言开展研究”为宗旨的非洲语言 NLP社群 Masakhane就在国际上持续

推动着资源建设。（Nekoto et al., 2020, pp. 2144-2160）2025 年，谷歌公益部门宣布支持

Masakhane 非洲语言人工智能平台（Masakhane African Languages AI Hub），以扩展 40多种非洲

语言的数据技术。（Manyika, 2025）2026 年，谷歌研究团队（Google Research）又发布面向非洲

语言语音技术的大规模开放资源项目（该项目名缩写为“WAXAL”），提供覆盖了 27 种非洲本土

语言的大规模开放资源，强调其目标是为自动语音识别和文本转语音等系统提供基础设施。

（Siyavora & Diack, 2026）这些动向的本质，是非洲语言研究的支点已经从传统的文本积累转向了

开放式的社区协作和本地研究能力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也改变了我们理解小语种研究

的方式：传统意义上相对独立的、强调单语积累的形式，正在逐步被多语协同模式所取代（这是低

资源语言能否获得有效支持的关键）。这意味着未来非洲语言能否进入人工智能体系，仅考虑某一

种语言是否有足够大的单语语料是远远不够的，能否在更广泛的语言家族和区域层面组织资源，形

成可迁移的数据网络，才是“存活”的关键。也正因此，国内相关研究若继续停留在历史式的、个

体化的研究层面，就会越来越难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对此议题提出的新要求。 

当然，技术前沿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可以绕过基础研究，相反，它使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比以往更

加突出。无论是数据库还是语料库，其建设都立于对具体语言结构的把握之上。前端的认识不足，

则会导致后续的各种训练都建立在粗疏、甚至错误的理解之上。就此而言，国内对非洲语言结构性

知识的掌握仍不充分，这种不足也许会直接影响后端的资源建设效果。因此，这两个问题的实质，

是国内非洲语言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来满足从对语言的“描写”、到术语规范、到资源

的整理、再到技术应用适配的多面需求。本体研究不够扎实，语料标注的资源积累不够，又缺乏与

数字技术相匹配的问题导向，三者的脱节，构成了当前这一领域深层的症结。这也是为什么，非洲

语言研究在今天已不能仅仅被视为非洲研究的分支，而必须被看作一个协调各方，勾连区域研究、

普通语言学和语言智能实现的重要节点的原因。尤其是在 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正式启动的背

景下，中非教育、文化、出版、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合作被国家进一步纳入人文交流的框架，这不

仅为非洲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也让其基础性地位更加凸显和牢固。未来的中国学界若希望在

 
① 参见 UNESCO. Languages Matter: Global Guidance on Multilingual Education. Paris: UNESCO, 2025. DOI: 
10.54675/MLIO7101, 其强调“所有学习者都有权以其理解的语言获得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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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的研究上实现持续突破，除去在现实议题层面增加关注外，还需要在语言本体、技术与方法

之间重建一套更完整的学术布局，来逐步贯通从语言描写、术语规范、语料整理到评测建设和技术

适配之间彼此脱节的研究环节，使非洲语言研究不再停留于分散的议题，而能够形成较为连续的知

识链条。 

 

三、结语 

推进中非关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政治、经济、外交、传播等领域，

各自在数年间给出了犀利的、“有效”的答案。古尔纳获奖的契机，也让文学这样天然能接入后殖

民、世界、身份政治这些成熟话语的体系，形成新的对话热潮。相比之下，语言研究看上去既“慢”

又“不显眼”，短期内很难产出有公共可见度的成果，于是常常被挤到后面，成为问题意识排序的

尾端。不少研究者自然地认为，只要能通过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进入非洲材料，就已经“够用

了”。这种根深的、重视的是语言的外在承载性的知识惯性，阻碍了对结构、命名、话语等一系列

深层问题的追问。而语言一旦只被当作通道而不是对象，它就很难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因为基础

薄弱，所以更没人做——因为更没人做，所以基础更加薄弱。年轻学者很难为这个方向压上自己的

职业生涯，机构不愿长期投去资源，这也是整个学术评价体系、回报体系长期塑形的结果。 

另一方面，区域研究和语言学之间长期没有真正地接上。做非洲研究的人，未必受过严格的语

言学训练，因为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逻辑就是语言工具化；做语言学的人，又未必愿意把研究

重心放到非洲语境，觉得不够“高端”。结果就是两边都能谈一点语言，但很少有人真正处在交叉

地带，把非洲语言既当作区域研究的基础材料，又当作普通语言学、类型学、语料库研究的对象。

这个断裂让学界难以相信，研究非洲语言不仅服务非洲研究，也会反过来推动语言学本身。 

人工智能并没有削弱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了语言本体研究

的战略价值。这种价值在技术到来之前没有被充分看见、在技术抵达之后也未被深入推进。语言，

不是非洲研究的边缘、附属，而是非洲知识生产的入口，也是未来参与全球语言技术、实现文明互

鉴的支点。若这一定位不能得到扭转，则无论是文学、国别研究，还是面向未来的数据库、语料库

与各种人工智能建设，都将始终缺乏底层的学术支撑。正因此，重估非洲语言研究的地位，是补齐

国内非洲研究短板的需要，也是回应数智时代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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